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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魂” :从南开新剧团看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
教育的有效展开

邓　 　 红　 　 张　 诗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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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南开新剧团是南开爱国教育的典范。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爱国性和成熟性以及日军对中国和

南开学校残酷毁虐是新剧团进行爱国实践的基础。 南开新剧团主要通过改译揭露社会黑暗、国民党反动统治

和配合战争形势、发挥戏剧战斗作用的抗战剧本,开展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活动从

“点”“块”“面”三个维度加强了爱国主义,不仅推动了大后方学校爱国实践的发展,为抗战宣传提供了文化力

量和物质基础,更与南开学校其他的爱国教育活动共同形成了“以社会为课本”“以团体为方式”独特的南开爱

国主义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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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开大学时,对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予以充分的肯定:“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

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 [1]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我国学校教育的典范,也是社会教育的先

锋。 利用戏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南开教育传统的特点之一,不能离开戏剧去谈南开学校的爱国教育

传统。 在已有的研究中,鲜有从戏剧的角度探究南开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把南开戏剧和南开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进行研究。 如高超在《南开新剧运动:中国现代校园话剧教育发端的综合

考察》中认为,南开新剧运动本质上是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中“校园戏剧教育”而存在,从中国现代

艺术教育的视角研究南开新剧运动[2] ;车晓宇、陈军《以笔为镜:天津南开学生演剧剧评考论(1915—
1935)》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话剧史的角度,从话剧“接受端”的观众视角考察南开学生的演剧活动[3] ;
梁爽、高超《南开新剧团戏剧教育及演剧实践经验的现代性刍议》从戏剧教育和现代性的角度评估南开

新剧团戏剧教育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4] ;齐悦的《南开教育机制下的新剧活动》与王悦的《南开

新剧对当代戏剧教育的启示》从戏剧教育的角度探究南开戏剧的价值,而项红专的《爱国主义教育育英

才———近代南开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实践》中提到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多样,有名人演讲、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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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实物教学和文体活动,但未涉及戏剧这一颇具南开特色的教育方式[5] 。 因此,本文将以南开新剧

团作为切入点,选取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抗争时期南开新剧运动的发展基础和南开新剧

团的宣传活动来探究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传统,为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南开经验。

一、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背景基础

1904 年,张伯苓与严范孙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得出“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 [6]143 的观点。 此

后,张伯苓坚定“救中国”思想,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并始终把戏剧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张

伯苓提倡新剧的最初目的在于“练习演说,改良社会”,而后才是艺术研究[6]143,这奠定了南开新剧团的

爱国底色。
(一)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历史基础

1909 年,张伯苓编演话剧《用非所学》,南开新剧运动开始活跃,戏剧成为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

形式。 南开新剧团自成立之时,便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具有深刻的爱国性。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南
开新剧团在编演、组织和理论上都趋于成熟,具有进行爱国戏剧实践活动的能力。 因此,南开新剧团的

爱国性和成熟性是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爱国实践的历史基础。
新剧团的爱国性可以从剧团活动中看出来。 从 1914 年 11 月南开新剧团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

夕,南开出演话剧多达 113 个剧目,135 次[9]291-296。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南开话剧团负责演出。 剧团

出演的剧本可分为三类:现代题材、历史题材和改编国外剧本,其中以现代题材居多。 如反映了封建官

僚制度腐朽和封建官场黑暗的《一念差》;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现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的《新村

正》。 这些充满着对现实批判的剧本,根源于新剧团“改良社会”的爱国性。 新剧团的爱国性也体现在

新剧团的演剧募捐活动中。 因南开救国团经济困难,新剧团曾于 1919 年 7 月 16、17 日,“筹捐助联合会

及本校救国团” [8]437。 新剧团不仅筹款捐助本校救国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筹款捐助社会各组织。 如

1921 年 11 月,苏浙鲁皖四省水灾严重,哀鸿遍野,新剧团受四省会长要求演剧助赈[8]444。 同年 12 月,南
开新剧团又为浙江的洪水灾害,“开浙江水灾筹赈演绎大会” [8]447,以资助灾民。 南开新剧团爱国筹款的

活动方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南开新剧团在编演、组织和理论上趋于成熟,具有进行抗战宣传的基础条件。

从新剧团的编演能力来看,南开新剧团的会员们“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在布景上“也

极讲究”,并且新剧团有七八年的设备和经验,因此“能有极满意的效果”,胡适称赞新剧团在中国是“顶

好的了” [8]18。 从新剧团的组织建设上看,自 1914 年新剧团成立之时,剧团内部组织就比较完备。 新剧

团“内容分四部,曰编纂部,曰演作部,曰布景部,曰审定部”,另公开选举“团长一人,各部正副部长各一

人,庶务兼会计二人,书记二人” [9]29。 到 1916 年 9 月,因团内事务繁杂,在时任团长时趾周的提议下,增
设副团长一人,组织建设比较完善。 从戏剧理论的发展上看,南开新剧团对新剧理论建设有较为成熟的

思考与研究。 如周恩来的《吾校新剧观》,阐释了南开新剧“改良社会”的主旨。 化名铁卿刊登在《校风》
上的《说改良戏曲》,从心理、经济、演唱、角色和言语五个方面对如何发展新剧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张伯苓在《舞台·学校·世界》中告诫学生们,“可为新剧之中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
胡维宪在《我对于编作剧本的意见》中提出,编作剧本应该经过“科学的研究、哲学的思想、文学的美术”
这三层手续。 由此,南开新剧团的成熟性是南开新剧团进行抗战宣传的历史基础。

(二)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现实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主要矛盾,挽救国家危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难

题。 同时,日军不满南开学校的抗日救亡爱国行动,对南开学校实施一系列侵扰和毁灭式攻击活动,这
些行为加剧了南开学子的愤怒。 因此,日本侵略者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对南开学校的摧毁是南开新

剧团进行爱国实践活动的现实因素。
·501·



1931 年日军蚕食我国东北地区后,便把侵略矛头转移到以北京和天津为主的整个华北地区。 随着

日本侵略队伍进入天津,日军对南开学校的侵扰活动也由此开始。 “七七”事变前日军对南开的侵扰活

动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日军进入天津后,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以南开大学反日为理由,“在校外桥上

架了两门小钢炮,炮口朝向南开大学” [10]12-13,对南开大学进行武力恐吓。 第二次是日军“因闻校内驻大

批军队”,于 1931 年 12 月 5 月,两次要求入校参观、视察。 第三次是 1931 年 4 月 1 日,日军以军事演习

为由再次骚扰南开大学,学校与日军进行了严正交涉。 这一时期,日军对南开学校的侵扰虽然没有造成

物质上的损失,但严重破坏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
“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日军进攻天津,对南开学校的策略从侵扰

转变为毁灭式攻击。 日军于 1937 年 7 月 29 日开始对天津实施有计划的攻击,“文化机关如南开大学、
中学、女师学院等悉成灰烬” [10]22。 日军飞机所轰炸地方“皆为抗日集会地方” [10]19,而南开学校作为抗

日救国的重要阵地,日军对其进行了有计划的残酷破坏。 29 日下午,两架轰炸机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

弹,“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 30 日下午,日机又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并向南开大学射炮,烧毁图

书馆。 日军不仅用炮弹炸毁南开学校,还派骑兵、汽车,“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
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南开女校与中学皆被毁” [10]26-28。 按照 1937 年时价统计,抗战

期间南开大学损失 663 万元,南开中学、女中、小学共损失 121. 36 万元[10]31。 日军对南开学校的轰炸,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0]35。

日本侵略者对南开学校的摧毁、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南开新剧团抗战爱国实践的现实基础。

二、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活动及成效

从 1909 年开始,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从未中断。 1937 年,受日军侵扰的影响,南开大学和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共同南迁,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南开中学南迁后与重庆南渝中学进行了合并。 受此影

响,统一的南开新剧团已不复存在,但南开新剧团却因此得到发展,成立了“怒潮剧社”、南友剧社。 西

南联大时期,以南开大学学生为骨干又组织了“联大剧团”,这些都是南开新剧团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

的新发展。 具体来说,南开新剧团的爱国实践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编写爱国、抗战剧本;二是进行爱

国抗战戏剧演出。
(一)爱国抗战剧本的改创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所改译、创作的爱国剧本按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揭露社会黑暗和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爱国剧本;二是配合战场战争形势,发挥戏剧战斗作用的抗战剧本。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从不抵抗主义到被迫抗战到消极抗战的态度,以及抗战前后国民党

对中共革命的镇压和叛变,使得揭露社会黑暗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爱国戏剧的一大主题。 有关这一

主题的剧本在抗战前期就出现很多,如林受祜的《家庭教育》和衣云的《岐路》,都讲述了在封建家长制

“教育”子女安分守己的情况下,子女却因主持正义向军阀请愿而被镇压故事。 由曹禺编辑出版的碧朗

的《压迫》和死钟的《疯人的世界》则直接揭露了封建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并发出“我以为这是社会

上一切制度、组织、道德,已竟生了疮的现象,我们要根本把这已经腐烂了的肉割去” [11] 的怒吼。 抗战期

间,有关这一主题的戏剧作品主要有董庶的《中山路》、曹禺的《日出》等。 董庶于 1934 年在《南开高中

学生》第 2 期上发表了独幕剧《中山路》,以尊崇和纪念孙中山。 《中山路》讲述了修中山路时,贫民王根

生一家遭国民党军警强迫拆房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这日子和长毛乱,有什么两样呢!” [12]514

该剧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以此引发共鸣。 曹禺的《日出》则以抗战前的

天津社会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人物,共有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描写了 20 世纪 30 年代

初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里,在日出之前,代表腐朽势力的上层

社会在黑暗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种种活动以及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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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3] 《日出》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期

待东方红日的心情,也是受压迫人民共同的心声,“看了《日出》,看到社会上的重重压迫、重重黑暗,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 [14]115 徐文钰回忆道:“通过这些演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官场的虚伪和吃人的封

建礼教,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7]245

这一时期南开新剧团抗战剧本的创作活动尤为突出,如《炸药》 《警号》 《生之决斗》和《最末一计》,
曹禺的《黑字二十八》(《全民总动员》),洪深的《飞将军》,顾一樵的《岳飞》,陈铨的《祖国》等。 《炸药》
是改译剧本,讲科学家徐千里发明极厉害的炸药,日本间谍意欲掠夺,侦察长杨鸿刚与日本间谍斗智,
“结果日本间谍被捕,且夺回炸药”的故事。 《警号》讲述了“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的前夜,沈阳许多不

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同义勇军商量在纪念日晚上起义,经过许多挫折,警号终于由工人田吉昌成功放

响,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起来了! 《生之决斗》则刻画了一个女抗日义勇军,机智勇敢杀顽敌的形象,
“离开这黑暗的囚房,冲上我们生存斗争的战线。 朋友,瞄准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12]486-497 该剧本反映

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的形象。 张平群的《最末一计》改译自《凡尔赛的俘

虏》,讲述了马百计为保守隧道秘密防止敌军入侵,不惜使用“最末一计”———让胞弟饮毒酒而亡,自己

也被枪杀的故事。 而《牛鼻子为国牺牲》 《月夜》 (改译剧本)和《卅三年之秋》是激发大家不怕牺牲、抗
战到底的剧本。 《牛鼻子为谁牺牲》主角是一个叫牛鼻子的沉着冷静、英勇坚定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日

本侵略者入侵到家门口时,在牛鼻子的组织下,村民们解决了来跟村长讲条件的日本兵,通知救兵解救

了被日本兵包围的村子。 在牛鼻子的影响下村里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抗日救亡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
《卅三年之秋》是杨友鸾在抗战末期发表在《南开女中》创刊号上的作品,叙述了一个叫徐宗邦的学生参

军前的故事。 尚是学生的徐宗邦意识到了战事的紧张,时局的危急,便报名入伍报效国家。 他的父亲告

诫他:“我把你献给国家了,你不可以半途而废。 你懂吗?” [12] 母亲因担心儿子的安危犹豫不决,在空军

舅舅的开导下,母亲回忆起自己当年激昂的想要参加五四运动却不被允许的往事,想到帝国主义宰割下

的国家、受难的同胞,感到无限的惭愧。 宗邦的母亲最终被说服,宗邦也喊出“大家都是为换取最后的

胜利,我们要在胜利中获得一点安慰,那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的口号,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到底

的决心和信心。
区别于其他时期以娱乐性为主的剧本,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所改创的爱国剧本有很强的现实性和

革命性。 从剧本的特点来看,这些剧本大都通过对“小人物大作为”的刻画,去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和

行为。 如《炸药》中的侦察长杨鸿刚、《牛鼻子为国牺牲》中的小学教师牛鼻子、《卅三年之秋》里的学生

徐宗邦等,虽是“小人物”,但都在关键时刻做出保家卫国的大作为。 这些人物形象的设置贴合群众的

日常生活,能够引起群众的情感共鸣,达到教育的目的。 从剧本的表现手法来看,对比是惯用的表现手

法。 这些剧本通过对“正与邪”“强和弱”的对比,来激发人们推翻旧世界、打退侵略者的决心。 南开新

剧团所改创的爱国剧本,大都在报刊上进行了出版,而剧本在情节布置和背景交代上往往比直观的戏剧

演出更为详细,其以对话为主体的内容使剧本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因此,南开新剧团所改创的爱

国剧本不仅对剧团成员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对其他学生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激发人民勇敢地和

日寇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7]138。
(二)爱国抗战戏剧的演出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演剧活动一度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停止。 翌年,因演戏捐款、支援抗日活动的

兴起,又掀起了演剧热潮。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演出活动可以分为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两个方面。
根据演出地点的不同,宣传演出可以分为校园内和校园外两种。 每年的校庆活动和毕业公演是校

园内宣传演出的典型代表。 1939 年南开中学的毕业班就以《旧关之战》作为他们的毕业大戏。 这是一

部将山西旧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史实搬上舞台的抗战剧,讲述了一团官兵英勇杀敌、誓死保卫国土的

故事。 39 级校友杜博民回忆:“毕业班同学演得非常认真! 由我扮演团长,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武宝

琛扮演农妇,箪食壶浆,慰问战士;演出时,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效果很好。 同学们把平时学到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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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知识都用了。 给母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73 宣传地点的不同并限制宣传对象,如 1939 年校

庆演出的《日出》,轰动了沙磁区(沙坪坝到磁器口一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更有甚者从重庆市里赶了

20 多里路去看戏,这足以看出南开戏剧演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14]115。 这一时期校园外的宣传演出是南

开新剧团的主要活动,其中具代表性的是在抗日救国热潮鼓舞下成立的怒潮剧社,于 1938 年 4 月开展

的“到民间去”的下乡演戏宣传活动。 怒潮剧社社员在黄桷镇为几百名保安队官兵表演了《觉悟》,描写

了逃避兵役的人觉悟后又归队的故事。 演出时,当剧中伤兵大喊“中国军人都是不怕死的”时,保安队

队员都大呼:“对! 对! 对!”这批保安队队员不久后就要奔赴战场。 联大剧团也广泛开展了下乡宣传

的活动,以响应中国共产党更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号召。 联大剧团的同学不仅深入农村,
在昆明近郊的农村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等独幕剧,并用云南方言进行演出,还利

用假期或星期天去黑林铺和郊区的工厂、部队演出抗战戏剧,还牵头发起“与金马剧团、艺专、云南省剧

教队等单位举行联合公演” [15]348。 一次联大剧团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当演到老汉与女儿抱头痛

哭时,台下哭泣声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声喊成一片,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

救亡歌曲,场面异常动人[7]263。 除剧社组织的下乡活动,一些爱国剧本在地方剧场的演出也是校园外宣

传演出的重要途径。 如 1939 年,陈铨的《祖国》在昆明市内上演,剧场掌声不断,当剧中人物英勇就义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时,观众也随着呼声呐喊,爱国热情高涨
 [15]342。 不论校内

校外,新剧剧团的演出总能引起不同身份观众的共鸣,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激发观众为保家卫国贡献

一份情感和力量。
利用戏剧演出进行募捐是南开的传统之一。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南开就因建造校舍、救济同学、

扩大发展等原因开展戏剧募捐活动。 如 1923 年 5 月,义塾服务团同学邀请南开新剧团举行募捐游艺大

会,“结果竟得了大洋四百元” [16] ,用以扩大义塾发展。 赈济演出的本质即募捐演出,赈济演出是在街头

进行演戏以筹款,或在剧团演戏用卖票得来的钱来实现救济社会的目的。 抗日战争期间南开新剧团的

赈济演出可以分为社会赈济和抗战赈济两个方面。 在社会赈济上,受战争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抗日战

争期间许多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南开新剧团进行演戏募捐,为社会恢复和发展贡献南开力量。
1935 年 12 月 7 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冬赈及救济贫困儿童,邀请了南开新剧团进行演出,因“公众亦

甚为踊跃,筹款成绩甚佳”,便于 12 月 15 日再度邀请新剧团成员进行筹款公演。 仅 12 月 15 日的这次

公演,卖得票款 280. 1 元[17] 。 南开校友会用新剧团公演所售票价,于次年 1 月 19 日,为 760 余贫户,
“共发出面 4022 余斤” [14]228。 此外,南开新剧团还会受到其他学校的邀请进行募捐义演活动。 上海沪

江大学水灾募捐会曾于 1936 年邀请南开话剧社在沪江大学礼堂公演,为募捐会筹款[18] 。 除了对社会

人员进行资助外,南开新剧团也开展了资助受战争影响较大的校内贫困同学的募捐活动。 抗战后期,蒋
介石消极抵抗、积极反共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联大的许多同学是从沦陷区来的,生活

极度贫困,于是“联大戏剧研究社在昆明公演话剧,票款全部捐助给联大清寒同学” [15]354。 抗战赈济的

对象为抗战士兵,主要是实物帮扶,即用募捐所得钱款购买食物、衣物等进行帮助。 如 1935 年南开中学

成立国剧会,“委员会余款一八○元,总共二八七四·五四元”用以购置慰劳品羊绒手套及狗皮褥子各

两千四百五十双,“在张家口车站交由车站运交绥远政府”,“学生闻之极为兴奋” [19] 。 联大剧团曾于

1938 年 11 月 5 日举行募捐游艺会,募集寒衣,慰问前方将士[20]334。
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都属于公益性质的,其区别在于宣传演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而赈济演出以

门票收入为捐款、捐款后得门票、自行捐款等方式,具有振奋精神和补充物质双重作用。 戏剧原本就具

有直观性、通俗性、感染力强等特点,而南开新剧团所上演的剧本大都为改创的爱国剧本,将现实生活与

人们心中的愤懑呈现在剧本中,又在选角的过程中注重演员与角色的契合及表演技艺的打磨,使戏剧演

出总能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士兵的昂扬斗志。 同时在宣传演出中,剧
团成员的学生也在演绎中深化爱国情感。 可以说,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爱国抗战戏剧演出不仅宣传

群众,也教育学生自己。 此外,南开剧团的这些爱国戏剧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带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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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戏剧团体加入到爱国戏剧宣传的活动中。
(三)爱国戏剧活动的成效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戏剧活动不仅教育了学生自己,也教育了社会民众,同时,这些戏剧活动对

民众的教育效果,又强化了学生爱国教育的成效。 可以从“点”“块”“面”三个维度来揭示南开新剧团活

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效。
其一,从“点”的层面来看,剧团成员在剧本改译、排练与演出的过程中直接接受教育。 剧团成员不

仅是新剧团开展活动的中坚力量,更是剧团爱国主义教育的直接接受者,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

教育。 抗战时期的剧本改创往往要求更高的现实性和爱国性,这都要求学生从实际出发,结合校园社团

调查活动的成果及现实去改译剧本。 同时爱国抗战演出也离不开剧团成员对剧本故事和人物情感的准

确理解。 演出要达到既定的效果,情感渲染则是基础。 新剧团的演出活动之所以能够让民众共情,离不

开剧团成员表演中真情流露的渲染。 此外,剧团成员在下乡宣传的路途中直接接触民众、体察民情,深
化着剧团成员的爱国感情。

其二,从“块”的维度来看,每一部剧本的刊发,每一次演出活动的成功举办,都使特定范围的民众

受到教育。 新剧团所改译的剧本有相当一部分都刊登在公开发行的《南开校友》 《南开高中》 《南开双

周》,甚至是《北洋画报》 《大公报》 等刊物中,识字民众可以通过阅读剧本的方式间接接受教育。 如

1939 年 1 月,陈铨《祖国》在昆明市内的新滇大舞台上演后,“这个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戏,深深吸引打

动了观众的心,演出场场满座,报纸也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称赞演出完整,艺术精湛,教育意义深刻,振
奋人心。 《祖国》轰动了昆明。 一时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重庆的报纸也

登出了《祖国》上演的消息和通讯。 不久,上海的画报也刊出了《祖国》的剧照和介绍文章。” [15]344-345 该

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而爱国抗战戏剧演出了突破“识字”的限制,民众可以通过观看演出直接接受教

育。 新剧团的每一次演出,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场场座无虚席,更有甚者步行 20 多公里看戏,每场演出

群众都反应热烈,爱国情绪高涨,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其三,从“面”的范围看,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也对其他学校戏剧团体起到了“教育”效果,增大了新剧

团间接教育的范围。 在新剧团活动的影响下,更多的戏剧社团加入到抗战戏剧活动中来,“不仅京津一

带的大中学校争相演出南开的新剧,一些旧剧社班也纷纷移植南开的剧目” [34] 。 同时,随着新剧团逐渐

发展成熟和抗战形势日益激烈,南开新剧团的爱国实践活动逐渐走向自觉,成为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防戏剧”运动做出了一定贡献。 如 1939 年联大剧团与金马剧团等组织举行

的联合公演,其中《原野》和《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效果十分显著,《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写道:“盛况空前,昆明戏剧界的大联合把云南抗日救国的进步戏剧运动推向高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那年暑假,这两个戏的演出成为震动春城的大事。” [15]349

三、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作为校园娱乐性组织的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是在深入了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在

活动中加深着同学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这体现了南开爱国教育的独特经验,即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

生的爱国心;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一)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生爱国心

“学生有改造中国之机会,故数年后诸生出校,从事于社会,应知社会之情形。” [21]22 改造中国、服务

社会的基础是了解社会,而“以社会为课本”是南开教育的传统,更是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突

出表现。
南开历来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社会现状的教育工作,“以社会为课本”动员学生走出课堂,调查社

会现状,并逐渐将“社会调查”规范起来。 南开学校的校刊校报上一直有关于学生调查的新闻报道。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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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南开大学开始在校刊校报上系统刊登学生的调查作业,如《南开大学周刊》上刊载了《南大文科

学生生活的鸟瞰》,对南开大学开办以来文科学生的“社会的调查”“工厂的调查”和“教育的调查”进行

简要总结,指出南大学生在课外作业上表现得很踊跃[22] 。 而南开中学为使学生明察社会上的实际状

况,“常与社会接近,俾将所学与实际问题发生关系” [23] ,于 1926 年设置了社会视察委员会,对社会制度

及机关和自然界现象及人民生活进行视察。 到 1930 年,由南开大学、中学共同商议的“社会调查委员

会”开始推行,并详细规定了社会调查的范围、实施步骤和结果,社会调查“正式是有组织有计划及系统

之组织” [24]286-291。 自视察委员会成立后,4 年时间内,南大和中学各部共视察天津各种机构 100 多

所[25]178。 重视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教育,并以此为出发点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是南开学校独特的教育传

统,抗战的爆发为南开发扬这一教育传统提供了契机。
抗战时期,走出课堂,亲悟社会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尤为必要。 “南开的爱国教育,早在‘九一八’

事变以前就已经高度深化了,这些工作都大大造就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26]张伯苓早就察觉到列强蚕食

东北各省的阴谋和野心,1927 年便组织了“东北研究会”,以“调查,演讲,报告日、俄两国国情,及其在我

东北各种经营概况”并“汇集正确研究资料,研究彻底解决方法” [27]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

成立了国难急救会,国难急救会在校内“调查了售品所及广泰康的日货,动员同学回家宣传抵制日

货” [25]216。 1935 年南开大学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年暑假由二三十名进步同学组成的小分

队,深入北仓、杨村一带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情况,宣传抗日。” [25]219 这一时期南开学校的经济研究所、边
疆经济研究班的师生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形成报告。 有南开学生回忆道,“在 1930—1936 年

期间,我们还目睹了打靶演习,浪人走私贩毒,码头工人和船夫的贫困,还有蝗虫盖天、灾民流浪、卖儿鬻

女惨状,这一切现象都促使我们去寻找真理。” [28]210“我们参观过寿丰面粉厂、仁立毛纺厂、监狱、法庭和

西广开贫民窟等,使我们得到一些生产实际和社会实际的知识。” [28]208 南开学校被炸后,举校南迁对学

生们来说是一次特殊的社会观察课。 南迁途中,他们亲眼目睹了各族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一路上,
但见背盐工行行复行行,农田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大片大片的罂粟,村人身无长物,甚至十多岁的少女

无衣遮体” [25]244,师生无不动容。 联大时期,面对艰苦的学习、工作生活,南开师生仍坚持“以社会为课

本”,不仅与清华、北大师生一起开设服务战时、了解时事的课程,还组织学生团体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活动。
以社会为课本,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亲身体悟人民贫困、时局动荡、吏治混乱,对启发学生的爱国心

具有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南开学校带领、支持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对激发学生爱国心,激起对

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的痛恨之情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由于抗战宣传总是伴随着社会调查,因
此,又对动员群众和其他学生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无论是编

写剧本还是宣传演出,都是在“以社会为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时代,我国学校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存在教育方式单一、实用性不强等问题。 2023 年 10 月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为各类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各级各类学校应

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设施,参加爱国主

义教育校外实践活动。” [29]与南开学校的经验不谋而合,爱国主义教育法也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

性。 与此同时,如何利用好爱国主义设施,如何加强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获得感,南开经验也给予深刻

启示。 一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设置要从社会需求出发,实践活动目标要有现实意义,实践活动的结果

应彰显现实价值。 二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应多样化,要紧密联系学校特色和校园文化资源。
(二)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爱国情

南开学校组织学生团体的初衷在于“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6]142。 张伯苓

认为:“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 [6]139 因此,借助团体的力量开展

爱国教育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又一鲜明的特点。 抗战时期,南开学校不仅已有的社团组织纷纷发挥爱

国效用,还专门成立不少新的团体组织。 这些团体组织和活动对激发学生爱国情感,进行爱国实践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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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作用。
南开学校最早的团体组织是 1905 年成立的“自治励学会”。 随着南开学校的发展,团体组织也逐

渐增加。 总体来看,南开学校的团体组织可分为学术研究、事业组织、娱乐组织、运动组织和临时性组织

五类。 这些团体组织一开始就具有培养学生爱国心与服务社会的能力。 在抗战爆发前,这些团体组织

在面对社会问题和困难时,大都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其中以临时性组织更具代表性。 如 1925 年 11 月,
因战事紧急,天津地区秩序紊乱,南开中学师生便组织了临时妇孺救济所,收容附近有需要的居民,还组

织了战地视察团,并募捐赈济灾民[28]254。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事业组织的校刊校报,在抗战爆发前就刊

登了很多关于调查国内外状况与局势以及各社团组织的爱国活动等具有爱国意义的文章和报道。 如

《南开周刊》从 1921 年到 1924 年间,就刊登《社会调查:黑龙江风土记》 [30] 《社会服务:寒假赴鲁赈灾

记[31] 《最近之日本》 [32] 《“五四”运动之回顾及今后我们学生应取之方针》 [33]等文章和报道 91 篇。 与南

开新剧团的活动发展脉络一致,爱国实践与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也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南开学校巧用

学校的团体组织,在培养学生团体精神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爱国情,并使之转化为抗战救国的有力武器。
抗战时期,南开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在抗战救亡的浪潮声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据《南开大

学校史》有关记载,从抗战爆发至南开学校南迁,仅南开大学组织、参与的支援爱国抗战活动就有 27 次

(不包含新剧团的活动)。 这一时期,学术组织机构冒着战争的炮火,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如商学院农业

经济及边疆经济研究班在 1935 年 4 月前往察哈尔、绥远一带,研究边疆经济社会情形;事业组织积极举

办各种校园活动,激发学生抗日斗志,《南大周刊》为此出版“对日问题专号”特刊;娱乐组织在活动中发

挥力量,南开大学啦啦队在第十届华北运动会中排队组成“收复失地” “勿忘国耻”等字形;为爱国抗战

而组成的临时性组织蓬勃发展,如为宣传抗日组织的宣传队,为慰问前线士兵而组织的慰劳队……随着

抗战全面爆发,时局愈下,团体组织的爱国活动在激发学生爱国志和培养学生爱国力上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 重庆南开中学 1938 届学生陈健回忆他在南开中学的三年里,直接参加过读进步书刊活动、发展

地下学联成员、抗日救亡宣传等爱国抗日相关活动,“我们在重庆南开中学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共

同探讨抗日救国之道的大前提下,会员(学术研究会会员)之间相处相当融洽,对全校同学间的团结也

起了带动作用,缓和了四川同学和外省同学之间的紧张气氛。” [34]122-128 徐淡庐也回忆了在重庆南开中

学从事成立抗敌后援会南开分会、组织励进学术会、团结工作、抗日宣传活动等地下活动的情况。 参加

过徐淡庐组织的抗战宣传工作的同学回忆道,“在这几天的宣传活动中干的工作不多,但受到的照顾和

教育却是很大的。 实际上,这几天的活动是我走上革命的起点。 在故乡的土地上每迈出步,都是向革

命、奔向党的步伐。” [34]133 在西南联大,由南开学子牵头组织的群社下设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
务等股,积极开展各种学术、娱乐爱国活动,如联系抗战歌曲、进行抗战宣传、抢救受伤群众等。 作为共

产党领导的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群社成为学校中爱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些社员通过参加群社的活

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参加了共产党,或者参加了党领导的半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20]335 此

外,联大剧团、学生自治会等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抗战爱国活动。
以团体为形式进行爱国教育是南开学校的一大特色,团体精神不仅是建立良好集体的灵魂,更是学

校校风的一部分。 国是最大的团体,而南开的爱国教育与团体精神的培养融为一体,通过团体组织的建

立,通过集体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的养成来激发团体精神、唤醒爱国志、转为爱国力。 抗战时期,南开学校

的各种团体利用其优势资源和感染力、感召力,激发着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了强大的爱国合力。
“抗战期间,戏剧因其直观形象的表演形式和强烈的现场感染力深受大众的欢迎与喜爱,是抗战宣传的

有力武器。” [35]作为娱乐组织的南开新剧团,正是通过抗战爱国剧本的编写与演出,不仅直接培养了剧

团成员的爱国情,还激发着校内外观众们的爱国志。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都比较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也成为每一位学生的

必修课,学生通过自由组队、课题组队等方式形成实践团队进行实践活动。 但这些实践团体活动主要是

以学院、班级为层面组织的,忽视了学生社团这一依托学生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主体。 同时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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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或因缺少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或因实践内容与学生兴趣方向不一致,导致在

实践活动中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 对此,我们仍可以从南开经验中找出解决方案,即重视学生团体的作

用。 学校应鼓励并引导学生社团根据自身优势和独特资源设置并开展爱国实践活动,让不同的学生团

体依据其自身特色和学生所长来设置实践方案。

四、余　 论

“南开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又集中体现了南开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

向。” [36]南开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爱国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与拼搏奋斗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南开

新剧团的活动不仅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突出表现,也是南开精神得以表现的一个重要载体。
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南开新剧团寓教于乐,注重社会调查,注重团体组织的建设,这与

南开学校“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爱国底色十分切合。 社会调查是“知中国”的重要途径,而团体组织建

设是“服务中国”的重要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南开新剧团不仅是学校内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力

量,更是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防戏剧”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南开新

剧团与其他的团体组织一起,形成了”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生爱国心”和“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爱

国情”的爱国主义教育特点,为当今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从南开精神表现载体的角度看,新剧团作为南开精神表现的一种载体,新剧团的活动以爱国奉献为

方向,以开拓创新为手段,以拼搏奋斗为方式,深刻展现了南开精神的内涵。 新剧团“改良社会”的使命

以及在动荡时局中发展的背景奠定了其爱国奉献的底色,新剧团活动也表现出深刻的爱国奉献精神。
同时,新剧团以戏剧形式进行教育活动,改创爱国戏剧进行抗战宣传,彰显出开拓创新的精神;新剧团的

活动以团体为基本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和活动成效无不凸显团结奋斗的精神本质。
爱国是永恒的命题,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主题。 在新形势、新局面、新要求下,爱国的内涵并没有改

变,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因时而应,因势而变。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应立足于“两个一百年交汇

时期”的当下,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立足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着眼于“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民族。 爱国主义教育应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创造新的教育形式,发掘新的教育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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